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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全国性微观调查数据CFPS (2020)，在多维生活质量框架下构建涵盖经济能力、教育水平、健康

状况、社会支持、公共服务、数字参与与主观满意度等多个领域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通过熵

权法与因子分析分别构建客观与主观生活质量指数，并采用XGBoost模型对多维指标进行非线性融合，

形成综合生活质量指数。同时，引入SHAP方法对模型进行解释，识别不同指标对生活质量的边际贡献及

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农村居民整体生活质量水平偏低，呈现显著右偏分布，中低生活质

量群体占比大，整体表现出“低位集中、尾部有限”的结构特征。第二，从区域视角看，东、中、西部

的生活质量水平差异并不显著，三大区域分布高度重叠，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尚未充分传导至农村家庭

生活质量层面。第三，农村生活质量呈现“公共服务质量–社会支持网络–经济能力”三元结构，其中

教育公共服务和社会互助网络贡献度最高，收入与教育能力发挥重要基础作用，而健康状况、医疗体验

和数字参与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弱。研究揭示了农村生活质量的结构性特征与关键驱动机制，为精准改善

农村居民福祉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重要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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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on micro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2020), this study measures the qual-
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using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economic 
capacity, education, health status, social support, public services, digital participation, and subjective 
life satisfaction. To capture both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subjective perceptions,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factor analysis are first used to construct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quality-of-life indices. 
These indicators are subsequently integrated through the XGBoost algorithm to generate a compre-
hensive index, and the SHAP method is employed to interpret the model and quantify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each facto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of rural residents remains 
relatively low and displays a pronounced right-skewed distribution, indicating that a large share of the 
population is concentrated at lower levels of well-being, with a relatively limited upper tail. Regional 
comparisons suggest that differences among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a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the distributions across the three regions largely overlap. This implies that macro-
level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have not yet been fully translated into differences in rural house-
hold living conditions.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rural quality of life is primarily shaped by a 
structural combination of public service quality,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and economic capacity. 
Among these factors, educational public services and social support show the strongest contributions, 
while income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provid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al basis for improvement. 
In contrast, health status, healthcare experience, and digital participation exhibit relatively weaker 
marginal contribution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rural 
well-being and optimizing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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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持续落实，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成为衡量

农村发展成效与民生改善水平的重要指标[1]。新技术、新产业和新公共服务不断向农村延伸，为农村生

活质量提升创造了新的机遇[2]；但与此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短板、医疗教育资源不足、数

字鸿沟扩大、人口老龄化加速等问题依然突出[3]，不同地区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生活质量差异呈现结构性

特征[4]。这种“改善与不足并存”的现实，使得准确识别农村生活质量的短板所在和关键驱动力变得尤

为重要。 
在学术层面，生活质量研究长期强调经济条件、健康状况、社会参与、公共服务、心理福祉等多维

因素的综合影响[5]。国际上形成了多个成熟的福祉理论框架，如“能力方法”“主客观融合法”等，但

这些框架在农村情境中的适用性仍有限。原因在于，农村地区受产业结构单一、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

务差距大、家庭结构复杂和数字化水平不足等因素影响，其生活质量的形成机制比城市更加复杂多样[6] 
[7]。现有相关研究大多聚焦城乡差距或单维度指标，缺乏能够覆盖农村生活全景的指标体系；同时，传

统线性模型难以处理多维指标间的非线性关系和交互作用，使得生活质量的核心影响因素难以被精确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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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也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政策价值。 
基于此，本文拟构建一个更符合农村的生活质量测度框架。为此，本文以 CFPS (2020)全国性微观数

据为基础，围绕农村家庭的经济能力、居住条件、健康状况、教育文化、社会参与、社会支持、公共服务

治理和主观幸福等方面，构建了包含 8 个准则层、8 个指标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8] [9]。随后采用熵权法

与因子分析生成客观与主观生活质量指数，再通过 XGBoost 模型对多维指标进行融合，构建综合生活质

量指数。最后，引入 SHAP 方法揭示各指标对生活质量的边际贡献及其重要性排序，从而识别影响生活

质量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路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整体呈持续改善趋势，但在经济、

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和数字融入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异，呈现“西弱东强、北低南高”的区域格局；生

活质量的影响机制呈现明显的层次结构，其中经济能力发挥核心提升作用，医疗可及性与健康风险是主

要制约因素，而数字参与则成为近年来推动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力量[10]；此外，主观幸福、安全感等心

理因素对生活质量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表明主观体验在农村生活质量中不可忽视。 
相应地，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构建了一个契

合中国农村情境的多维度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相较于以往研究侧重城乡对比或单一维度指标，本文基于

CFPS (2020)构建了涵盖经济能力、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社会支持、公共服务、数字参与与主观满意度

等八大领域的生活质量体系，实现了对农村生活全景的系统刻画，从指标体系构建层面弥补了现有研究

的不足。第二，将 XGBoost 与 SHAP 方法引入农村生活质量测度研究，提高了评价体系的精度与解释力。

XGBoost 能够捕捉多维指标间复杂的非线性关系，而 SHAP 提供了透明的贡献度解释，使综合指数既具

有预测优势，又能揭示驱动机制，有效克服传统线性方法难以识别非线性影响与交互效应的缺陷。第三，

采用全国性大样本的农村居民“个体层面”数据开展分析，显著拓展了现有研究的分析层级。当前相关

研究多基于省级宏观数据或家庭层面数据，存在指标粗糙、异质性不足、个体差异被掩盖等局限。本文

使用农村居民的个体级微观数据进行测度与机制识别，不仅提高了指标稳定性和估计精度，也使得生活

质量特征、区域差异和影响路径的识别更加细致，为理解农村生活质量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持。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构建方法；第三部分基于综合生活质量指数分

析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总体水平、区域格局与主要影响因素；第四部分结合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 

2.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作为主要数据来源。CFPS 由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自 2010 年起持续开展，覆盖全国 25 个省份，数据包括家庭、个人、社区与村级

社会经济信息，具有样本量大、结构完备、时序连续、农村样本丰富等显著优势，能够系统刻画农村家

庭在经济状况、公共服务、健康水平、教育资源、生活环境与主观满意度等多维度的生活状态[11]。 
由于 CFPS 在家庭与个体两个层面同时提供客观指标与主观评价，特别适合构建“主客观融合”的

农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鉴于数据质量与可得性，本文选取最新可与家庭信息充分匹配的 CFPS 202 年数

据作为主样本，并通过以下步骤对农村样本进行筛选：首先根据 CFPS 官方农村户籍划分，提取全部农

村居民样本；其次，对关键变量缺失、主观评价空缺的样本进行剔除；最后，按居民个人为单位构建生

活质量指标体系。最终获得 11949 个农村居民的有效样本。 

2.2. 指标构建与测度 

2.2.1.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具有多维性与结构性特征，涵盖经济资源、健康状况、公共服务、社会参与、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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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感等多个方面。为全面反映农村家庭在生产、生活、发展、保障等方面的真实状况，本文遵循多维性、

可测性与情境适合性原则，构建由 8 个准则层、8 个指标层组成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首先，从

多维性原则出发，以“经济、社会、健康、服务、主观福祉”五大核心领域为基准框架，进一步细化为经

济生活、住房环境、健康状况、教育文化、社会参与、社会支持、公共服务治理及主观幸福八大维度，系

统覆盖农村生活质量的客观条件与主观体验。其次，遵循可测性原则，所有指标均来自全国性家庭追踪

调查(CFPS)可获取的数据，包含家庭、个人与村级公共服务三级信息，确保指标的可操作性、可复现性

与统计稳定性。最后，基于中国农村特有的发展阶段与治理情境，本研究强调基础设施、医疗可及性、

教育资源、数字融入、邻里互助等乡村特征变量，以增强指标体系对农村现实问题的适配度。在此基础

上，形成如下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综合指标体系表(见表 1)。 
 

Table 1. Rural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index system 
表 1.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变量名 方向 指标说明 

经济能力 年收入 yincomea_a_1 + 
反映家庭经济资源，是生活质量最重要的客观

基础指标。 

教育能力 受教育程度 edu_last + 衡量人力资本水平，与就业能力和长期发展 
密切相关。 

健康状况 自评健康 qp201 + 国际通行的整体健康度量，能反映身体功能状

态与健康感知。 

社会支持 是否获得他人帮助 qg1303 + 对应农村互助网络强度，是社会支持与信任的

重要体现。 

公共服务(教育) 学校满意度 qs701_b_2 + 反映教育服务质量，是农村家庭最核心的公服

体验指标。 

公共服务(医疗) 医疗点满意度 qp602 + 代表农村医疗服务条件与可及性。 

数字参与 是否移动上网 qu201 + 
反映农户的数字融入能力，是数字鸿沟和现代

生活方式的重要指标。 

主观满意度 对生活满意度 qn12012 + 衡量居民心理福祉，是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 
指标。 

2.2.2. 指标赋权方法与综合生活质量指数构建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包含 8 个准则层和 8 个指标层，指标维度多、类型复杂，为避免主观赋

权带来的偏差，本文采用熵权法和 XGBoost 模型对生活质量指数进行科学赋权与综合测度[12]。整个过

程包括三步：指标标准化、熵权赋权、机器学习融合生成综合指数。 
1. 熵权法赋权客观生活指数 
(1) 指标标准化 
由于各指标量纲不同，首先需采用区间标准化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① 正向指标 

( )
( ) ( )

\* min
max min

ij i
ij

i i

X X
X

X X
−

=
−

 

② 负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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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min
1

max min
ij i

ij
i i

X X
X

X X
−

= −
−

 

这样得到的所有指标均被转换到[0,1]区间。 
(2) 计算指标的信息熵 
熵反映指标的不确定性，变异越大，熵越小，其权重越高。 
① 指标占比计算 

\*

\*
1

ij
ij n

ijj

X
p

X
=

=
∑

 

② 信息熵计算 

1

1ln ,
ln

n

i ij ij
j

e k p p k
n=

= − =∑  

③ 差异度(冗余度)计算 
1i id e= −  

差异度越大，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越大。 
(3) 指标客观权重计算 

1

i
i m

ii

d
w

d
=

=
∑

 

最终得到每一个指标的客观权重向量 

{ }1 2 37, , ,w w w w= ⋅⋅⋅  

(4) 构建客观生活质量指数 LQ_obj 
对每一户农村家庭 j： 

37
\*

,
1

obj j i ij
i

LQ w X
=

= ⋅∑  

LQ_obj 是一个完全基于客观指标的生活质量指数。 
2. 因子分析提取主观生活质量指数 
为了体现居民对生活的主观体验，本文将幸福感、满意度、安全感、获得感等心理指标通过因子分

析提取为主观生活质量指数： 

, 1 21 2subj j j j k jLQ b SWB b SWB b SWBk= + + ⋅⋅⋅ +  

其中 kb 为因子得分系数。 
至此，得到了客观生活质量指数 LQ_obj 和主观生活质量指数 LQ_subj。 
3. 基于 XGBoost 的综合生活质量指数构建 
为提高生活质量测度的精度，避免传统线性模型无法捕捉高维指标间非线性关系与交互效应的局限，

本文采用 XGBoost 模型对客观生活质量指数 objLQ 、主观生活质量指数 subjLQ 以及 8 个准则层的多维指标

进行融合，从而构建农村居民综合生活质量指数[13]。具体方法如下。 
XGBoost 模型通过多个梯度提升树学习生活质量的最优加权方式，能够在高维、复杂数据结构下实

现非线性拟合。其基本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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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j obj j subj j jLQ f LQ LQ X=  

其中， jLQ 表示第 j 个农村家庭的综合生活质量指数； ,obj jLQ 与 ,subj jLQ 分别代表客观与主观生活质量指

数； jX 包含经济水平、健康状况、教育文化、住房条件、公共服务、数字融入、社会参与与社会支持

等多维指标； ( )f ⋅ 为 XGBoost 模型在训练过程中自动学习得到的非线性映射函数。模型以多维指标作

为输入，通过学习多个弱学习器的加权叠加方式生成最终预测值，有效提升生活质量测度的准确性与

鲁棒性。 
为了保证模型的可靠性，本文对 XGBoost 模型进行了规范的训练与验证流程：首先，将所有样本按

7:3 比例划分为训练集与测试集，确保模型训练与验证均具有代表性。其次，采用网格搜索(Grid Search)
对 max_depth、eta 等核心超参数进行调优，以获得最佳模型结构。接着，使用均方根误差与平均绝对误

差对模型进行拟合性能评估，确保模型在训练集与测试集均具有较好的拟合精度。最后，通过交叉验证、

设置正则化参数(λ、α)以及进行多次训练等方式，提高模型的泛化能力，避免过拟合问题。 
XGBoost 模型训练完成后，将每个农村家庭的特征向量输入模型，即可得到其生活质量预测值： 

 ( )jLQ f= ⋅  

为便于不同家庭间的横向比较，本文对预测值进行区间归一化处理，将其缩放至 [0 |1]区间： 

 ( )
( ) ( )

min

max min

j

j

LQ LQ
LQ

LQ LQ

−
=

−
 

最终得到的 jLQ 即为本文所构建的农村居民综合生活质量指数。该指数不仅融合了客观与主观信息，

还充分利用了机器学习模型对复杂结构的刻画能力，能够更准确、全面地反映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真实

状况。 

3.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3.1.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特征分析 

3.1.1. 整体特征 
根据综合生活质量指数的描述统计结果，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总体水平偏低，呈现显著的右偏分布特

征。样本量为 11,949 个，指数均值为 0.1769，中位数仅为 0.0649，显著低于均值，表明大多数农村居民

处于较低生活质量水平。标准差为 0.1939，显示不同群体之间生活质量差异较大。从分布形态看，偏度

系数为 1.132，峰度为 2.754，说明指数呈现明显的长右尾分布，高生活质量群体比例较小，而低生活质

量群体占比显著。仅有少数家庭的指数接近 1，且第 90 百分位仅为 0.5061，进一步佐证高生活质量农村

家庭数量有限。从分位数角度来看，第 25 百分位数为 0.0562，第 50 百分位数为 0.0649，第 75 百分位数

也仅为 0.3973，表明 75%的农村家庭生活质量指数低于 0.4，生活质量结构呈现明显的“低位集中”特

征。整体来看，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呈现“总体偏低、差距较大、两极不明显、右尾群体有限”的结构特

征，与我国城乡发展差异、区域发展不均衡和农村收入增长乏力的宏观环境高度一致[12]。 

3.1.2. 区域比较 
基于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综合生活质量指数，表 3 呈现了不同区域的生活质量水平

比较结果。从均值来看，东部地区(0.1784)、中部地区(0.1739)与西部地区(0.1820)的指数水平十分接近，

整体差异较小，三大区域均值均低于 0.20，反映出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水平整体偏低且区域分布相对

均衡。所有区域的中位数均集中在 0.0648 附近，进一步说明低生活质量群体在全国范围内占比较大。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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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动情况看，各区域标准差在 0.189~0.197 区间，表明三个区域内部的生活质量差异均较显著，而区域间

差异相对有限。东部西部的最大值分别接近 0.97 和 0.98，中部达到 1，这意味着三大区域均存在少量生

活质量较高的家庭，但比例极小。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life in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表 2. 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的综合生活质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地区 Mean SD Median Min Max 

东部 0.1784 0.1969 0.0649 0.0019 0.9723 

中部 0.1739 0.1894 0.0648 0.0038 1.0000 

西部 0.1820 0.1952 0.0649 0.0000 0.9753 

总体 0.1785 0.1941 0.0649 0.0000 1.0000 

 
为了进一步判断地区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本文采用 ANOVA 方差分析。在 11,748 个样本上得

到的 F 值为 1.67，p 值为 0.1886，未通过显著性检验(p > 0.1)，说明整体上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综合

生活质量差异不显著。Bartlett 等方差齐性检验的 p 值为 0.055，接近 0.05 的显著性水平，提示不同区域

内部差异可能存在轻微不均衡。进一步采用 Bonferroni 进行两两比较发现，东部与中部(p = 0.965)、东部

与西部(p = 1.000)、中部与西部(p = 0.203)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Figure 1. Kernel density map of rural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图 1. 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核密度图 

 
图 1 展示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村地区综合生活质量指数的核密度分布。从曲线形态看，三大区域

呈现出明显的“两峰结构”，即低生活质量群体集中分布在 0.05 附近，高一些的群体集中在 0.4~0.5 区

间。这说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总体呈现典型的“双峰”特征，反映出生活质量提升存在“分层结构”。

从区域比较来看，东部(蓝色)、中部(红色)和西部(绿色)三条曲线高度重叠，说明地区间生活质量差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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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小。三个区域的分布峰值位置接近，低生活质量峰均集中在 0 附近，高生活质量峰均位于约 0.45 左

右，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并未显著转化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显著差距。在低端分布部分，中部地区

的密度略高，说明中部农村低生活质量人口占比略大；而在高值区(0.4~0.6 附近)，西部地区的密度略高

于中部与东部，意味着西部存在一小部分生活质量较高的家庭群体。尽管如此整体差异依然不显著，与

ANOVA 的统计结果一致。 

3.1.3. 机制解释 
针对本文发现“东、中、西部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差异不显著”的结果，可从国家制度环境与社会结

构变迁两个层面进行进一步解释。 

首先，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代表的一

系列重大战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下沉等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弱

化了区域间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尤其是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障、农村低保等领域，全国范围内逐步

形成“底线公平”的制度格局，使得不同区域农村居民在基础生活条件上的差异被显著压缩。因此，宏

观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并未完全传导至微观个体的生活质量层面。 

其次，从社会变迁视角来看，人口流动与家庭结构变化也在重塑农村生活质量格局。一方面，伴随

城乡要素流动加速，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并通过汇款机制反哺家庭，形成“空间分离–经济补偿”

的生活模式；另一方面，近年来出现的“人口回流”现象，使部分中西部地区通过返乡创业、电商发展等

路径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这种“双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区域发展差异，使不同地区农村家庭在

收入来源、消费能力和生活方式上趋于收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基于微观个体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区域内部差异大于区域之间差

异”。这意味着当前农村生活质量的不平等更多体现为个体层面的结构性差异(如家庭资源禀赋、社会支

持网络等)，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差距。 

3.1.4. “三元结构”的深层机制解释 
进一步地，SHAP 分析所揭示的“公共服务–社会支持–经济能力”三元结构，本质上反映了农村生

活质量形成机制由“物质主导”向“结构与预期驱动”转变的过程。 
首先，教育满意度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超过收入水平，体现出农村家庭对“代际流动”的高度重视。

在资源约束条件下，教育不仅被视为公共服务，更被赋予“改变家庭命运”的功能。根据人力资本理论

与社会流动理论，教育是农村居民突破阶层固化、实现向上流动的核心路径。因此，学校满意度不仅反

映教育质量本身，更隐含了家庭对未来机会的预期，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具有“预期效用放大效应”，

从而在模型中表现出高于收入的边际贡献。 
其次，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性，体现出农村社会仍具有典型的“熟人社会”特征。基于关系网络的

互助机制，在风险分担、信息获取和情感支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在正式制度之外提供“非正

式保障”，从而显著提升个体生活质量。这也解释了为何社会支持在模型中具有较高解释力。 
再次，收入虽仍为基础性变量，但其边际作用相对弱化，说明农村生活质量已不再单纯由经济因素

决定，而是呈现出明显的多维结构特征。 
最后，数字参与变量贡献较低，则反映出当前农村数字化发展仍处于“接入阶段向应用阶段过渡”

的过程。尽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数字技术尚未充分嵌入农村生产生活体系，其对生活质量的提升仍

停留在潜在阶段，尚未形成显著的结构性影响。 

3.2.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为深入识别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核心驱动因素，本文在构建 XGBoost 非线性融合模型的基础上，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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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SHAP 方法对模型输出进行解释[14]。SHAP 通过计算每个变量对预测结果的边际贡献，揭示各指标在

综合生活质量指数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与影响方向。该方法既继承了博弈论的可解释性优势，又兼具机

器学习模型的高精度与稳定性，是当前指标体系评价中最具前沿性的解释工具。 

3.2.1. 指标变量重要性排序 
基于 XGBoost 模型输出的 Shapley 值贡献度，本文对 8 个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结果表明，农

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驱动因素集中在就业稳定性与住房条件两个方面。其中，qg1303 (就业状态)与
qs701_b_2 (住房质量)贡献度最高，说明经济基础与居住设施仍是提升农村生活质量的核心。收入水平(yin-
comea_a_1)虽具有显著影响，但其相对重要性低于结构性因素。家庭结构变量(qu201)居于中等水平，而

教育类指标(qn12012、edu_last)及主观类因素(qp201、qp602)权重偏低，反映农村地区生活质量更多由客

观经济–物质条件决定，而教育与主观感受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与边际效用递减特征。 
 

 
Figure 2. Bar chart of variable importance ranking 
图 2. 变量重要性排序条形图 

3.2.2. SHAP 蜜蜂图 
基于 XGBoost 模型获得的 SHAP 蜜蜂图(见图 3)展示了八个最终指标对农村居民综合生活质量

(LQ_total)的边际贡献及其影响分布特征。整体来看，各变量对模型输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负方向和异

质性，不同变量的贡献度差异明显。学校满意度(qs701_b_2)展现出最强的解释力，高满意度样本的 SHAP
值集中在正向区间，表明教育公共服务质量是推动农村生活质量提升的核心因素；这反映出农村家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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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教育可及性和学校办学水平的高度依赖，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家庭收入。社会支持变量(qg1303)
同样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获得他人帮助的个体具有更高的预测生活质量，这说明农村社会资本与邻

里互助网络仍是生活福祉的重要基础，体现出典型的“熟人社会”互惠机制。 
家庭年收入(yincomea_a_1)对生活质量的边际贡献整体为正，收入越高，SHAP 值越正，进一步验证

了经济资源仍然是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基础性因素，但其重要性略低于学校满意度与社会支持，说明农

村生活质量具有明显的多维性结构。受教育程度(edu_last)同样呈现稳定的正向贡献，高教育水平促进就

业质量与发展机会，从能力提升渠道改善生活质量。主观生活满意度(qn12012)虽对综合指数具有正向贡

献，但其影响范围相对较窄，与公共服务与经济能力相比具有更弱的解释力，显示生活质量的主体结构

主要由客观资源支持而非纯主观评价决定。 
医疗点满意度(qp602)和自评健康(qp201)也呈现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总体边际贡献较弱，可能与农村

地区医疗资源差异大、基层医疗能力有限有关。数字参与(qu201)影响最弱，其 SHAP 值多集中在零附近，

表明农村地区的数字化使用虽已普及，但其对生活质量的提升尚未形成显著的结构性作用，数字红利仍

处于释放初期。总体而言，SHAP 蜜蜂图揭示了农村生活质量的主要驱动机制呈现“公共服务质量–社

会支持网络–经济能力”三元结构，其中教育公共服务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尤为突出，收入与教育能力作

为基础资源发挥重要支撑作用，而医疗与数字参与的影响相对有限，体现出农村生活质量提升路径的结

构性特征。 
 

 
Figure 3. SHAP honey bee chart 
图 3. SHAP 蜜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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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基于 CFPS (2020)农村居民个体数据，本文构建多维度生活质量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因子分析与

XGBoost 融合算法测度农村生活质量，并利用 SHAP 解释方法识别关键驱动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整体水平偏低，呈现明显“低位集中”特征。生活质量指数的均值虽有所改善，

但整体分布呈显著右偏，中低生活质量群体占比大，高生活质量群体比例有限，说明农村生活质量具有

总体偏低、改善缓慢的结构性特征。第二，东、中、西三大区域生活质量差异并不显著。核密度分布与

ANOVA 检验均显示，三大区域生活质量曲线高度重叠，区域差异缺乏统计显著性，说明宏观区域经济

差距尚未充分传导至农村家庭层面的生活质量表现。地区内部差异大于地区之间差异。 
第三，农村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呈现“公共服务–社会支持–经济能力”三元结构 SHAP 分解结果

表明，学校满意度与社会支持对生活质量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公共服务质量与互助网络是关键因素；

收入与教育水平作为基础资源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健康状况、医疗体验和数字参与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弱，

说明农村生活质量更多由结构性资源条件决定，而数字融入与主观感受具有一定滞后性。 

4.2. 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实证结果所揭示的影响机制，应从“公共服务质量–社会支持网络–经济能力–数字转化”

四个维度，有针对性地优化农村生活质量提升路径[15] [16]。 
首先，应从“主观体验导向”出发，重点提升农村教育公共服务的“软实力”。研究表明，学校满意

度对生活质量的贡献度最高，这意味着农村居民对教育质量的评价不仅取决于硬件条件，更取决于教育

体验[16]。因此，在继续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师生关系优化、课堂质量提升与课

程多样化建设，增强学生的学习获得感；同时，通过完善家校沟通机制、强化家长参与，提升家庭对教

育过程的认同感，使教育公共服务从“供给导向”转向“体验导向”[17]。 
其次，应强化农村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巩固生活质量的“关系型基础”[18] [19]。针对社会支持变量

的重要作用，应鼓励村庄内部发展互助组织、志愿服务与社区活动，增强社会联结；同时，针对老年人、

留守群体等弱势人群，完善基层照护与心理支持服务体系，提升社会支持的可及性与稳定性，从而形成

“制度保障 + 社会网络”双重支撑结构[20]。 
再次，应持续夯实农村居民经济能力基础，但更加注重结构优化而非单纯增收[21] [22]。结合收入变

量的基础性作用，应通过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农村电商与本地就业机会，提升收入稳定性与可持续性[23] 
[24]；同时，推动人力资本投资与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居民的长期发展能力，使经济能力在生活质量提升

中发挥“基础支撑而非唯一驱动”的作用[25]。 
最后，应推动数字参与从“接入数量”向“应用质量”转化。针对数字参与贡献较弱的发现，政策重

点不应仅停留在基础设施建设层面，而应加强数字技能培训与应用场景开发[26]。例如，围绕农业生产、

农产品销售、远程医疗与在线教育等领域，开发贴合农村实际需求的数字应用；同时，重点提升老年群

体与低学历群体的数字素养，使数字技术真正转化为提升生活质量的有效工具[27]，实现从“有网可用”

向“用网有效”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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